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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一九九○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審理「路騰與伊利諾州共和黨」（Rutan v. Republican Party of Illinois 110 S. Ct. 2729, 1990）一案中判定：伊利諾州政府不得以「政黨歸屬」作為人事任免、升遷、調職之考量，因為此項作為明顯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條文中，人民享有申請公職之權利規定。路騰案並非特例，事實上，路騰案所顯示的意義代表了七○年代以來，美國司法部門對分贓制度的質疑與不滿，並意圖司法的力量限制政府部門在人事任免上的分贓措施，具體實踐「中立知能」（neutral competence）的價值理念。

上述美國的判例，代表行政中立的思潮並未因文官逐漸受到政治化（politicalization）的影響而褪色，相反的行政中立的探討，不論在國內外仍然是重要的人事行政議題。本文的主要目的，係在闡述行政中立的意涵及其困境，以先進民主國家為指涉架構，提出行政中立具體實踐之建議。

2、 行政中立的意涵
行政中立（civil service neutrality）一詞，迄今未有明確的定義。行政學者普遍認為，行政中立泛指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必須嚴守的一種立場或原則。陳德禹教授指出，行政中立應包括下列四點：

1. 公務人員在職期間應盡忠職守推動由政府所制定的政策，造福社會大眾。

2. 公務人員在處理公務上立場應超然、客觀、公正，一視同仁，無所偏袒。

3. 公務人員在執法或執行政務人員的政策上，應採取相同標準，公平對待任何個人、團體或黨派，既不徇私，也無畸重畸輕之別。

4. 公務人員在日常活動中不介入地方派系或政治紛爭，只盡心盡力為國為民服務，及本其所具有的專業知識、技能與經驗，於政務主管擬定政策時，提出有關資訊協助政務主管決策；並就主管的業務，隨時注意民意動向，而作適時適當的回應。綜合言之，行政中立乃指公務人員對處理公務保持中立、客觀及公平的立場，以國家、人民的整體或多數利益為考量；並非指其不可涉入政治事務，惟絕對不可涉入政爭（陳德禹，民國八十二年，頁三０四～三四一）。

此外，各國有其特殊背景國情，對於「行政中立」的制度與作法，差異頗大。綜合來看，行政中立可從三個方面予以考量：1.政治活動的中立，應依法令規範，英國、美國、日本三國作法值得借鏡，法國、德國之高級文官則比較政治化；2.摒棄利益團體的影響，有賴建立申訴制度，以防政治迫害；3.排除會破壞功績制度的個人價值觀念，可自教育民主化著手。

誠如前述，行政中立一詞的定義相當分歧。關於這方面的探討，肇始於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美國行政學者（W. Wilson）的「政治行政分離論」。1970年代，後行為主義興起，行政學者瞭解實證論所主張之「價值中立」（value neutrality）實為一種「價值走私」(value smuggling)；實證論者強將「行政」界定為與價值規範無關的「技術」(technique)，亦屬荒謬。因此，行政人員無法完全擺脫政治之干擾，已為不爭之事實。

二、各國行政中立的制度與措施

世界各主要先進工業國家對於「行政中立」之實踐，可從三方面予以觀察:一為保障文官(事務官)的身分、地位，二為限制文官參與政黨活動，三為限制參加競選或選舉活動。以下擬以陳德禹教授與許濱松教授的研究發現，來敘述英、美、法、日、德等國的制度及作法。

（1） 文官身份及地位的保障

美國一九七八年的「文官改革法」(the Civil Service Act)規定：應確保文官不受專斷處分、偏私不公或政治壓迫;禁止歧視年何公務人員或職位應徵者;禁止利用職權，強迫推展政治活動、要求政治捐獻或對拒不照辦者施予報復;禁止藉採取或不採取人事行動，以作為對於行使申訴權、拒絕從事政治活動，或合法揭露「違反法規、管理不當、浪費公帑、濫用職權、公共衛生或安全上所具實質與特殊危險」之職員的報復手段。美國甚至設有「特別檢察官」，主動為受政治迫害的公務員進行調查並提公訴。

英國的制度設計，是使各部「常任文官」統歸「常務次長」負責管理。至於各高級常任文官包括常務次長等，雖然應由各部部長任命，然而實際上往往是由財政部推薦後辦理。英國此一設計之目的，在使常任文官能夠行政中立。而各部部長無論在任何情形下，從未企圖破壞此一原則。

（2） 限制參加政黨活動

    美國、日本及西德等國，皆禁止文官參加政黨的一一切活動。日本「國家公務員法」規定:職員不得為政黨或政冶目的，而要求捐款、其他利益、受領捐款或以其他方法參與此等行為;職員不得充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幹部、政治顧問或其他同性質之成員。這些規定的規範對象，為一一般職公務員。至於特別職公務員(如政務官、民選人員、防衛廳人員、機要人員等)，則不受此限。惟國營事業人員、教育人員、司法人員等，則依各該有關法律分別準用國家公務員法之此等規定。

    美國法律不許聯邦分類文官及各級地方受聯邦經費補助而僱用的人員，參加政黨活動。他們可以投票，可以私人表達政治見解，甚至可以觀眾的身分參加政黨集合。但他們不得為政黨惑政黨候選人募集資金，不得公開發表演說為政黨造勢，同時不得擔任黨務工作。

    在英國，各部通常頒佈許多規則，禁止有制定政策之權的文官從事政黨活動。但近年來，允許負事務性工作的文官，得自由參加政黨活動。法國是極少數不限制文官參加政黨活動的現代民主國家之一，而在工作期間，則保持絕對「中立」。但即使在法國，各部長及高級行政人員也常會藉行政規則，來阻止其部屬有所行動去支持極端反政府的政黨。

（三）限制參加競選或選舉活動

    西方國家，一般不允許文官以公職身分參加競選，兼任議員，日本、西德皆加禁止。日本的「國家公務員法」規定:一般職員除選舉權外，不得為民選公職之候選人。

    英、法兩國，則較為特殊。英國的第一類(低級)文官，約佔文官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他們可完全自由地從事中央或地方的競選活動，但在競選提名前須辭去公職。第二類(申層)文官，經所屬部部長許可後，可參加競選。第三類(高級:文官，則完全被禁止參加全國性競選，但在部長批准下，可參加地方競選。

    法國文官，具有更大程度的自由。他們不僅可參加各種競選，而且競選失敗後還可回原部門工作。在英國，則不能回原部門工作。

    美國於一九三九制定，後經修正補充的「赫奇法」(the Hatch Act)規定:公務員可登記參與競選或在選舉中投票;但另規定公務員不得運用職權或影響力，去干擾或影響選舉結果，亦不能對政治管理或活動積極參與。惟下列三種人員不受此規定限制:以「撥付給總統辦公室的經費」所僱用的人員;行政或軍事部門的首長或副首長;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任命的人員。綜上所述，各國對文官政治行為之限制寬嚴不一。總體而論，德、日從嚴，英、美居中，法國從寬(陳德禹，民國八十二年，頁三三五~三六三;許濱松，民國八十四年，頁四七一~五O六)。

3、 行政中立的理由
如上所述，行政論者對行政中立的觀點雖為達成全然之共識，但多數相關的文獻與論證則傾向支持是項觀點。我們歸納行政論者支持行政中立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五點（陳德禹，民國八十二年，頁三四四~三四五；許濱松，民國八十四年，頁四七一~四八○； Farazmand, 1994: 413-416）：

    1、履行公眾信託。公務人員係為公眾之信託者（public trustee），亦為全體國民之服務者，其執行公務之目的在增進全體國民之幸福，故其地位應當超然中立，不能有所偏頗，以免其行使公權力圖利某一政黨，或淪為政治黨派政爭之工具，以致傷害全體國民之利益。

    2、穩定行政體系。國家行政需要持續性，無論執政者如何變動，國家活動或政府行政都不能一日終止，否則國家之基礎將發生動搖，人民之生活及社會之秩序將難維持。故應使行政系統中立，不受政爭影響，以求穩定。

     3、避免公器私用。公務人員為執行其職務因而行使公權力的關係，所以享有特殊的地位、機會及權力，如果他們偏袒或圖利某一政黨、派系或政治人物，容易對於全體國民或社會造成傷害。職是之故，公務人員之政治活動權利必須予以限制，不得與一般人民享同等的政治活動權利。

    4、維持社會公平。由於社會之開放、利益多元化以及各種勢力並存的情況下，為使行政系統能保持公平正義原則，則須先使行政中立化，避免強勢利益團體的影響，才可望保障弱勢群體。

    5、防止政黨分贓。為避免文官系統發生權貴贍徇及政黨分贓弊端的發生，必須使行政中立，尤其當政黨政冶出現之後，更需要行政中立，方有可能在「憲政的規範下執行人事政策」（To the victor belong only those spoils that may be constitutionally obtained ）（Farazmand, 1994: 413）。

    我們若對上述五項理由進行內容分析，可以發現這五項理由之中，存有明顯共同的性質：五項理由均以宏觀的道德論述與倫理責任作為論證的訴求。就第一項理由的內容來看，行政中立的功能不論是積極的「增進全體國民之幸福」，或是消極的避免「傷害全體國民之利益」，其對象均為全稱敘述(general statement)的全體國民，而非單稱敘述(particular statement)的個別公民。就第二項理由的內容而言，行政系統的中立，可維持「人民之生活及社會之秩序」，穩定「國家活動或政府行政」，其對象亦為全稱敘述。就第三項理由的內容分析，行政中立的作法，可以免除「全體國民或社會」因特權而受到傷害，其對象為全稱敘述，殆無疑問。就第四項理由的內容而論，行政中立化可使「行政系統能保持公平正義原則」，並「保障弱小勢力」。行政系統的作為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y），影響範圍遍及整個政治體系，因此其對象亦為全稱敘述;弱小勢力的保障，則突顯其公共性，與企業組織有別，論述核心係為全稱敘述，不喻自明。就第五項理由的內容而言，行政中立的作用，在「避免文官系統發生權貴瞻徇及政黨分贓弊端」，從消極的層面減少國家資源的虛擲與浪費，並防止公器私用的濫權行為出現，使得政治體系得以正常運作；因此，行政中立措施的主要受惠對象，仍為全稱敘述的全體國民。

    我們若再進一步檢視，即可發現行政中立的五項理由，不論從正面觀點或是反面觀點，其目的均在提昇全體國民的普遍福祉(common weal)。經由「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過程，我們可將全體國民的普遍福祉，以「公共利益」代替之。因此，「行政中立」的概念，應與「公共利益」一併論述，始能完整展現其完整的系絡內涵；簡言之，「行政中立」與「公共利益」是「目的與手段連鎖」(means－ends chain)的關係，「行政中立」並不是最終目的(ultimate end)，而是達成「公共利益」的手段。
4、 行政中立的困境
   從「目的論」(teleology)的角度來看，行政中立是手段，公共利益是目的。換言之，行政中立存在的基礎，是公共利益，倘若公共利益只是象徵式的概念，不具有實質內涵，則行政中立的必要性與適當性，很可能因為基礎動搖而無所依附(Bellone,I994;Harmon and Mayer,I986:164)。因此，行政中立的可行性分析，應該不只是技術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的考慮而已。

    從技術理性來論述行政中立，固然有助於相關法令及制度的建立，使得公務人員有可遵循的規範，但是從民主政體的深層結構來看，「技術理性的行政中立」畢竟只是表象而已。如果行政中立的實質目標隱晦模糊，那麼行政中立所標榜的客觀公平，很可能發生質變。成為不公平的催化劑。申言之，從技術理性的角度來看，行政中立最典型的做法就是「依法行政」，公務人員不偏不倚，忠實執法，不論適用對象是強勢團體抑或弱勢族群(Jun,I986)。對強勢團體而言，他們可以經由國會遊說、動員群眾、操縱媒體等方式，影響立法機構訂出利己的法令，責付行政部門執行。公務人員如果只是中立的執法工具，則在國家整體的資源分配上，就會呈現「以行政中立的客觀公平做糖衣來包裹既得利益」的不公平現象(Bellone,I994:230)。對弱勢族群而言，他們因為無法有效地動員權威及媒體，而常為立法機構所忽視;補救之道，是透過行政裁量權的運用，給予弱勢族群較多的照顧，作為均衡(Wamsley,1990)。公務人員如果只是中立的執法工具，則在社會公平的實踐責任上，就可能出現「公務人員以行政中立為盾牌，自我轄免行政倫理的內在責任」的現象，甚至在「依法行政」的堅持下，以「情理雖通，於法無據」作為理由，冠冕堂皇地放棄為民興利，福國淑世的機會(Popenoe,1984)。因此，以技術理性的觀點來討論行政申立的問題，容易出現以「行政中立」為目的，而置「為民服務」為次要，產生「目標錯置」(displacement goal)的現象。

    上述技術理性的可能困境，可經由實質理性(substantial rationality)的討論得到紓解。在實質理性觀點下的行政中立，目的在實現公共利益。但是，將行政中立與公共利益加以整合的架構，亦非毫無困境。行政中立能否達到公共利益，至少在理論上與實務上，均存有困境(如圖一所示)。這些實質理性的困境，若能進一步充分討論，則行政中立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連鎖關係，就可得到一個比較清楚的輪廓。以下擬就各項困境，予以討論。

 圖一 行政中立的困境分析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一、理論上的困境

    首先，就方法論的觀點而言，行政學者對「公共利益是否存在」 的看法不一而足。公共利益的概念有無可能淪為「物化」(reification)謬誤;亦即，公共利益究為袖象虛幻的符號？或人為創制的概念？有無可能是我們基於某種原因，恣意地視其為具體真實存在的事物？因此，我們必須仔細地釐清公共利益之內涵，它是穩定或時刻變換，究為具體存在或虛幻概念。

    其次，我們要考慮:公共利益果真存在，則應由「何者的觀點」(whose perspective)來釐清公共利益的內涵？我們擬用多元主義(pluralism)與黑堡宣言二種觀點，予以對比說明。

    多元主義論者認為，所謂「公共利益」乃透過代議制度，由國會中各個代表不同利益之團體彼此競爭，並依多數決之決策法則，完成立法以及政治資源的分配，落實公共利益的理念。行政人員必須嚴守中立，執行由國會所通過的法案及政策。然而，此一觀點卻流於理想化，與現實不符。從歐美民主國家的經驗來看，多元主義常成為利益寡占，由少數強勢的利益團體控制立法過程，因此國會立法常變成為少數寡占利益服務。所謂「強勢的利益團體」，乃指結構良好，組織嚴謹，人員數額龐大的利益團體。多數民主政冶國家，都是以多元主義的方式呈現公共利益的內容。理論上，國會的立法可以代表多數利益，但事實不然。多元主義者認為，透過代議制度的實施，可使每一個社會團體，經由選舉的過程，選出利益代表人，進入立法機構為該利益團體爭取應有的福祉與利益。但是我們從民主政治的實際經驗得知:多元主義的理想，常成為少數利益的工具，「行政中立」不但無法逆轉這種現象，反成為「利益寡占」的幫手。

    就黑堡宣言的觀點而言，公務人員為憲政論釋者。黑堡宣言與新 公共行政均強調社會公平、主動參與、正義、關懷弱勢團體，行政人員為憲政精神之代表，故需賦予其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用以對抗多元主義的利益寡占現象，輔助社會中之弱勢團體。行政人員主動參與公共利益之分配，固然有助公共利益之提昇，卻與「行政中立」之概念產生矛盾。換言之，行政人員若要顧及社會正義、公平而達成「公共利益」必須捨棄部份「行政中立」的作為。從反面來看，黑堡宣言與新公共行政運動隱含:「行政中立」則比較無法採取照顧弱勢的干預措施，提昇「公共利益」，維護更佳的資源分配方式，實現正義。

二、實務上的困境

    近年來興起民營化之風潮，是政府為增進效率，提昇效能，維持民眾滿意度，俾使鞏固其合法性(legitimacy)的作法。所謂民營化，乃指政府經由委託授權的過程，將集體財或公共財之生產或供給，轉由民間負責，希望藉由民間企業之活力與經營效率，達成前述目的。

    民營化的過程，會對公共利益之內涵產生混淆的作用。就其形式而言，民間的公司願意接收原本應由政府負責提供的集體財功能，原是為了利潤，雖可能提供了品質更佳的集體財，卻使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劃分出現灰壤地帶(gray area)，無法涇渭分明。原本公共組織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已很模糊，民營化的出現使得公共利益逐漸和私人利益重疊而更難釐清。

    就實際的政治生態而論，行政中立的前提，是不受政治干預。然而政治與行政能否二分，令人質疑。申言之，行政權極度擴張的結果，即使政治色彩最為湛厚的立法權，亦逐漸為行政所引導。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三:

    1.行政機關具龐大自由裁量權；

    2.行政機關具相當的政策推荐權；

    3.行政機關具高度的專業知識。

    行政既已深刻影響政治，而政治又常須行政提供資源與協助，以便爭取選票，所以行政很難與政治劃清界限，行政中立自然不易達到。

    其次，在現行的政治生態下，所謂的行政中立，最大支持的理論來源為「依法行政」，而其能否發揮真正的行政中立精神或社會正義，值得思考。就行政的觀點而言，「依法行政」的作為究竟是為公共利益或是為既得利益者辯護，值得我們深思。「依法行政」所依之法，為立法機構所立，就公共選擇論(public choice theory)以及多元主義的角度來看，乃是反應了社會上「強勢的利益」以及「妥協的結果」，而非全面考慮公益的結晶。換言之，「依法行政」往往成為既得利益之行為的維護工具。與其說依法行政旨在提升公共利益，不如說其功能在維護護現狀更為恰當。依法行政之缺點是，可能有袒護既得利益者之嫌，而既得利益者為少數團體，自然不等於公共利益。

    綜合上述，行政中立具有微觀與宏觀上的困境。宏觀角度，有理論與實務困境;微觀方面，有消極維護自我利益、自我豁免之嫌。但是行政中立具有穩定政冶體系之力量，可以在政權轉移、嬗遞的過程中，使得多數政冶體系的成員，接受轉移的事實，不致產生不穩定的現象。例如:日本詭譎多變的政壇，因中立的文官體系而不致產生動亂，意即文官(行政人員)不介入黨派的政爭，對政冶體系的成長有極大的作用。

5、 行政中立的實踐：美國的實徵經驗

行政中立的具體落實雖然存有困難，但就整體而論，行政中立的價值仍為行政論者與行政實務人員所肯定。以美國為例，自十九世紀末葉「的政治行政分離論」伊始，迄於現今，有三項促成行政中立的具體措施頗值借鏡。這三項措施為：第一、確立功績制原則以及法定禁止之人事作為，第二、有關限制文官政治活動的立法，以及第三、行政倫理的建立。茲就三者，分別說明。

就第一項確立功績制原則以及法定禁止之人事作為而言，一九七八年的「文官改革法」，確立了美國聯邦人事管理的功績原則。茲就美國法典（United States Code 2301）第2301部份，有關功績原則的九項法規摘要如下︰
1、 公務人員之甄選，應以整體社會之合格公民為對象；考選及銓敘應在公平公開的競爭方式下，以才能(merit)為唯一標準，進行作業。
2、 全體公務人員及公職申請人應受平等之待遇，不得有任何歧視行為；個人隱私以及憲法賦予之權利應受適當之尊重。
3、 公務人員之俸給應參酌民間企業之俸給標準，以同工同酬為原則；對於傑出績效應予適當之獎勵及表揚。
4、 公務人員應關切公共利益，以高標準之廉潔及操守自持。
5、 聯邦公務人力之使用，應以效率及效能為原則。
6、 公務人員之聘約，應以績效為標準。績效不彰者應予糾正；凡不能或不願改善績效以達法定工作之標準者，應予解聘。
7、 公務機關應給予公務人員有效之教育及訓練，以利提昇組織績效及個人績效。
8、 公務人員應受適當之保護，免於黨派政治之干擾；亦不可動用職權以達黨派政治之目的。
9、 公務人員依法揭發弊端，應受充分之保護，免於報復之恐懼（Ingraham, 1995）。
一九八七年的文官改革法中，除功績制的一般原則以外，亦明訂「法定禁止之人事作為」（prohibited personnel actions），延伸功績制的精神。凡違反「法定禁止之人事作為」者，得視情節之輕重予以論處。聯邦行政機關「法定禁止之人事作為」的主要內容如下所述︰
1、 依種族、膚色、宗教、性別、原始國籍、年齡、殘障、婚姻狀況、或政治歸屬等因素所產生之歧視行為。
2、 人事之措施，非根據「個人知識之陳述」以及「個人任用資格及品德」之考量，而以前述兩者以外之其他陳述，作為人事措施之依據。
3、 強制個人參與政治活動，或對個人因拒絕參與政治活動，施予之報復行為。
4、 以不實或蓄意之手段，妨礙求取公職之公平性。
5、 意圖影響個人退出公職之競爭，不論此舉旨在協助或阻撓他人就業之前途。
6、 針對特定之公務人員或公職申請人，給予未經授權之優惠待遇。
7、 刻意偏袒親友（nepotism）
8、 針對依法揭發弊端之個人，刻意採行或不採行（或威脅採行或威脅不採行）某項人事作為。
9、 針對下列對象，刻意採行或刻意不採行（或威脅採行或威脅不採行）某項人事作為。這些對象包括︰任何行使上訴(appeal)、申訴(complaint)、或陳情(grievance)權利之個人；與機關檢察長(an agency Inspector General)或特別委員會合作或舉證之個人；以及拒不服從違法命令之個人。
10、 根據「未經判決有罪足以妨礙工作穩定性及適任性之個人行為」所採行之歧視行為；亦即根據「尚未證實對公務人員之績效、申請人之績效、或他人之績效產生不利影響之個人行為」，即對個人施予歧視之作為。
針對「足以影響功績原則之法規、命令、及細則」之作為或不作為，採行或不採行某項人事作為。

就第二項有關限制文官政治活動的立法而言，一九三九年美國國會所通過的「赫奇法案」（Hatch Act of 1939），對行政中立的落實，具有重大之時代意義。一九三九年的赫奇法案，係針對聯邦公務員、華府公務人員、以及某些特定的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從嚴規範其參與政治活動的限制；至於州政府及地方政府一般層級的公務人員，亦適用赫奇法案的相關規定（Ingraham, 1997; Johnson, 1992）。
根據一九九三年「赫奇法改革修正案」（Hatch Act Reform Amendments of 1993）規定，許多聯邦及華府的公務人員均可積極參與某些政治活動及政治選舉；不過某些聯邦機構及特定類別之公務人員，仍受嚴格約束，不得參與某些政治活動，例如登記為政黨提名之參選人、公開募集競選經費、以及利用值勤時段參與政治活動等。一九九三赫奇法修正案對某些政府機構以及特定類別的公務人員，採取從嚴立場，並援用「一九九三年赫奇法修正案之前」的相關法律條文，約束限制其參與政黨的政治活動。上述這些機構及文官類別，列舉如下；
1.行政法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s）
2. 國防部中央資訊研創局（Central Imagery Office）
3.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Office）
4.商約申訴委員會（Contract Appeals Boards）
5.司法部刑事處（Criminal Division）
6.聯邦調查局（Federal Investigation Bureau）
7.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s Commission）
8.功績制保護委員會（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
9.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10.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sel）
11.國稅局稽徵調查處（Office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12.顧客服務署調查計畫處（Office of Investigative Program）
13.菸酒軍火局執法處（Office of Law Enforcement）
14.特別檢察官署（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
15.財政部特勤處（Secret Service）
16.高階文官處（Senior Executive Service）（U.S. 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 1997）
    一九九六年八月五日，一九九六年八月五日，美國人事管理局（the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頒佈最新修訂的赫奇法案中有關聯邦公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之規定，適用一九九三年赫奇法案的聯邦公務人員可有下列行為：
1.可登記為「非任何黨派提名參選」之公職候選人
2.登記投票
3.開車協助選民辦理登記註冊事宜
4.表達對候選人及競選議題的看法
5.捐助政治組織
6.參加政治募款活動
7.積極參與政黨大會及一般會議
8.可積極參與政黨或社團之活動
9.可連署候選人之提名推薦表
10. 簽署提名推薦表
11. 參與社會活動，表達對某項公民複決之問題、憲法修正案、以及市政府法規等之意見
12.參與社會運動以支持（或反對）黨派選舉之候選人
13.為候選人助講
14.散發選舉文宣
15.在政黨及其他社團兼職
    此外，受一九九三年赫奇法案規範的聯邦公務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
1.利用職權或影響力干預選舉
2.收受政治捐獻
3.登記成為黨派提名參選之公職候選人
4.在下列情況下參與政治︰
Ａ、服勤務時
Ｂ、在公務處所
Ｃ、身著勤務制服
Ｄ、使用公務車輛
5.服勤務時佩戴政治活動相關之徽章
至於罰則部份，舉凡觸犯赫奇法案所規定之聯邦公務人員，特別檢察官署（the 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會主動偵辦起訴，再送交功績制保護委員會審議。情節輕微尚未構成起訴要件者，特別檢察官署會發函警示；情節重大者，可處以撤職查辦之懲戒，或停職停薪不得少於三十日。至於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層級之公務人員，倘若違反赫奇法案之規定，視情節之輕重，可處以撤職查辦之懲戒，或科以罰金，罰金數額相當於當事人兩年俸給（U.S. 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 1997）。
    就第三項行政倫理的建立而言，美國在一九七八年所通過的「政府倫理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可以作為公務人員落實行政倫理之參考。一九八九年，布希總統（G. Bush）發佈「第12674號行政命令」，要全體行政機關的公務人員遵行「倫理操守之原則」（Principles of Ethical Conduct）；是項命令於一九九三年二月三日正式生效，適用迄今。「倫理操守之原則」涵蓋範圍相當寬廣，從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s）的規範到收受餽贈的限制，均有詳盡的規定；其中最基本的通則共計十四項，分述如下︰
1. 公務人員係為「公眾之信託」(public trust)，必須超越個人之利益，忠於憲法﹑法律﹑及公務之倫理原則。
2. 公務人員不得謀求違背職務責任之財務利益。
3. 公務人員不得利用未經公開之政府資訊進行財務交易，亦不得濫用上述資訊增加個人利益。
4. 公務人員不得向下列對象索取﹑收受饋贈或其他有價物品︰(1)受公務人員所屬機構管轄拘束者﹑(2)與公務人員有業務往來者﹑(3)依法要求公務人員執行職務者﹑或(4)公務人員之職務作為明顯影響其利益者。
5. 公務人員得秉持誠信執行職務。
6. 公務人員不得蓄意對外發佈未經授權之承諾或其他之意思表示，要求政府履行特定之義務。
7. 公務人員不得利用職務謀求個人利益。
8. 公務人員得以超然立場執行職務，不得給予任何私人組織或個人特殊之待遇。
9. 公務人員得保護﹑樽節公有財產，除法定用途外，不得任意挪用。
10. 公務人員不得在外兼任（或謀求）違背職務責任之職位，或從事類似之活動。
11. 公務人員得向適當之機關揭發公務上浪費﹑不實﹑濫權﹑及貪瀆之情事。
12. 公務人員得忠實履行公民之義務，包括一切正當之財政義務，尤其是各級政府依法課徵之稅賦。
13. 公務人員得依法給予全體國民公平之機會，不得因種族﹑膚色﹑宗教信仰﹑原始國籍﹑年齡﹑或傷殘而有差別之待遇。
14. 公務人員得全力避免違背上述之法定內容或倫理標準。若因特殊環境導致違背上述之法定內容或倫理標準者，應由熟悉相關事實之專業人士認定責任之歸屬（U.S. 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 1997）。
    此外美國公共行政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A）於一九九四年，修訂的倫理守則（Code of Ethics）亦可作為行政倫理之補充參考架構。美國公共行政學會新增之倫理守則條文共計五條三十二項，全文內容如下：
1、 實踐公共利益（Serve the Public Interest）：公共利益優於個人利益。
公共行政學會成員應致力下列事項：
1. 善用行政裁量權以增進公共利益。
2. 反對一切形式之歧視與騷擾，促進「弱勢優惠雇用措施」之落實。
3. 肯定、支持「民眾有權知悉政府公務運作」之理念。
4. 鼓勵民眾參與政策之制定。
5. 發揮憐憫、慈愛、公正、及樂觀之精神。
6. 回應民眾需求之方法，力求完整、清晰、簡易。
7. 協助民眾處理公務事宜。
8. 決策但求公益，不必全然媚俗。
2、 尊重憲法及法律（Respect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 尊重憲法和法律，並予支持及研習，以明瞭政府機構、公務人員、及全體公民之職責分際。
公共行政學會成員應致力下列事項：
1. 熟悉與專業角色相關之法令規章，並善加援用。
2. 設法調整窒礙難行或不合時宜之法律與政策。
3. 杜絕不法之歧視。
4. 建立有效之財務控管措施，配合審計調查作業，防止公帑不當之管理。
5. 尊重公務機密，並妥為保護。
6. 鼓勵、輔導公務人員依法提出異議，並保障其揭發弊端之權利。
7. 強化平等、公正、代表性、回應性、及正當程序之憲政原則，保障公民權利。
3、 展現個人廉潔（Demonstrate Personal Integrity）：公務力求至善，激發
    民眾對文官體系之信心與信任。
    公共行政學會成員應致力下列事項：
1. 堅持真誠與正直，勿因個人升遷、尊禜、或私利而妥協。
2. 確立功過酬賞相稱之原則。
3. 儘力杜絕利益衝突或類似之情事，例如：援引親友、不當兼職、濫用公物或收受餽贈。
4. 尊重上司、部屬、同僚及民眾。
5. 承擔錯誤，勇於負責。
6. 行使職權，立場超然。
4、 倡導倫理組織（Promote Ethical Organizations）：強化組織在服務民眾過程之中，援用倫理、效率、及效能之能力。
公共行政學會成員應致力下列事項：
1. 加強組織在開放溝通、創意和敬業方面之能力。
2. 追求公益至上，效忠機關次之。
3. 建立行政程序以促成倫理行為，並確立個人和組織之行為責任。
4. 提供組織成員表達異議之管道，確立正當程序，避免成員遭到報復。
5. 強化功績原則，防止專斷不公之處分。
6. 運用適當之控制措施和行政程序，強化組織責任。
7. 鼓勵組織採行倫理守則，除廣為宣導外並定期檢討，使其成為具生命力之文獻。
5、 追求專業卓越（Strive for Professional Excellence）：強化個人能力，鼓
     勵他人培養專業。
    公共行政學會成員應致力下列事項：
1. 支持一切提升才能之作為，並鼓勵之。
2. 掌握社會最新議題與潛在問題，係個人應盡之職責。
3. 鼓勵他人，終其生涯，全程參與專業活動及專業組織。
4.撥冗接見學員共同研習，整合文官制度之理論與實務。
結論與建議
十九世紀以來，行政中立一直是行政改革的理想，也是針對分贓政治的反動。持平而論，行政中立確有其付諸實現的價值，但是此原則的實踐仍須非常謹慎小心的。首先，行政中立雖然隱含著道德意義，但不論是國內的學者或官方所制訂的「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草案」，都未將行政中立這種內涵闡述得非常清楚，故我國的公務員未必能明白這點。不僅如此，何謂「不當」或「不道德」的偏私也是很難界定清楚的，在沒有一套明確的規則可以來區分「道德」與「不道德」的情形下，文官可能會為了避免被冠上「執法不公」的罪名，而不願冒險做出比較切合公共利益的自由裁量。如此一來，前述行政中立的困境將會更加嚴重。
另外，行政中立雖有力於競爭性政黨政治的發展，但光是要求文官「依法行政」「執法公正」可能也無法達成此理想的目標。因為在過去文官系統受執政黨嚴密控制的威權時代，文官執法不公與偏袒執政黨的原因，大部分可能是來自執政黨本身對文官所施加的「政治壓力」、「意識型態的控制」或「利益的籠絡」等，而不是出自文官自身的惡意與偏見。因此，若只是單方面要求文官行政中立，而不改變執政黨及其政務官的威權性格，或以其他相關的制度來安排配合，那行政中立不僅無法達成其目標，且更有可能招致相反的效果，使文官系統仍重複過去被動與服從的缺點。
因此，總體來說，行政中立的內涵的確可以在我國加以實踐，但由於目前國內的環境不一定適合，且行政中立的原則本身可能會產生一些弊病，所以其實踐必須是有限的；也就是說，是否有必要大張旗鼓制訂一個「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是值得討論的。為了迎接民主化的潮流，我們急需一個不同於以往行政文化的文官系統，而在此一個行政中立法來圈是「忠實執行政府政策」、「依法行政」與「執法公正」的原則，似乎無法形塑一個嶄新的、更符合民主精神的行政文化，因為這三種原則雖然有其道德意義，但對於目前文官系統所最需要的「自主性」與「「公正性」，卻無太大的幫助。
因此，所謂行政中立的代表制度，決不是一個「行政中立法」，而應該僅限於「功績制中對文官的保護主義」與「政治活動的限制」而已。前者是防止來自執政黨或政務官的不當政治壓力，使文官在執行公務上圖利執政黨或某團體與個人，在目前一黨獨大仍持續存在，而執政黨威權性格仍未完全盡除的時候，這種措施的確有正面的功效。而後者則是避免文官因過渡涉入政治活動，使其在執行公務時因自己的私心與偏見做出不當偏袒某政黨、團體或個人的行為。
至於行政中立內涵中，帶有道德意涵的「依法行政」、「執法公正」與「忠誠執行政府政策」的原則，也沒有必要透過所謂的「行政中立」法來宣示，其應該是透過教育和一套較完備的人事與管理制度來達成。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改正過去文官系統的缺失，並設計一套哏符合現代潮流與民主精神的人事與管理制度，並視國外潮流重新修正我國的公共行政教育，培養自主且具廣泛視野的文官，如此一來，文官對自己角色的定位將更為寬廣，更會主動去認知民眾的需要與公共利益，相對的，不當偏私某個人、團體與政黨的情形就自然會減少了。
基本上，行政中立是有其價值存在，但就目前國內的情境而言，其所包含的「依法行政」、「執法公正」與「忠誠執行政府政策」的內涵並未重要到須以一個法律來強調。無論如何，應該有其他涵蓋範圍更廣、更符合公共行政運作的價值存在，例如「公共利益」、「社會正義」、「主動參與」等。如果我們能在制度上或行政人員的教育中多多強調這些概念，使其成為文官內化的價值，那文官出了能發揮其捍衛人民利益的角色外，在這些價值薰陶下，他們自然而然就不會「不當」偏私任何團體或個人了。
最後，我們願以一九八九年美國伏爾克委員會所提出的十二項「重建文官體系」(Rebuilding the Public Service)建議事項及其主要涵意，呼籲政治人物尊重文官的中立專業知能。伏爾克委員會的十二項文官再造建議事項詳如表六所示：
表二  伏爾克委員會的建議事項及其主要涵意
	主要涵意
	建議事項

	肯定公務人員的角色，建立公務人員的尊嚴，提高公務人員的社會期望
	一、總統、各級行政首長、以及國會，必須肯定公務人員在民主政治過程中扮演必要而尊榮的角色，同時並表明會以最高之倫理標準與績效標準，全力要求「接受公眾信託」之公務人員。

	增加行政主管裁量權
	二、內閣人員以及部會首長在適當的行政審核程序以及國會監督的約束下，應享有更大的彈性以利組織管理，包括增加人事任免之裁量權。

	重視公務人力資源的管理
	三、總統應重視人事管理局之功能，除與該局首長維持密切聯繫外，並應要求該局首長務必參與內閣層級有關人力資源管理之議題討論

	節制「非常任文官」之職位
	四、總統所任命之職位，不論是經參議院追認所約聘之高階主管，抑或是總統私人之機要助理，均應設法遏止過度擴增。

	強化管理階層之授能
	五、總統及國會，必須要求聯邦的管理階級接受「執行職務所需」之訓練。

	培育寬廣之人文倫理修養
	六、政府應注重公民教育，並將其列入中小學社會研究與歷史研究之課程

	激發志願服務之熱忱
	七、美國應善用青年之理想主義，擴增國家之義工服務，並予以鼓勵。

	揭示對文官人才之重視
	八、總統及國會應設「總統文官獎學金」(Presidential Public Service Scholarship Program)，每年提供一千個名額供大學生申請，甄選過程應審慎考量少數民族學生之權益。

	強調增加薪俸，據以養廉
	九、總統應與國會共同研商，優先考慮合理調增行政、司法、及立法部門之俸給。

	行政當協助立法以解決俸給問題
	十、倘若國會因故無法處理內部成員俸給之議題，伏爾克委員會建議總統針對法官及高階行政主管另行調增薪俸，俾利國會能及時援例辦理。

	揭示政府對文官生活之照顧
	十一、總統與國會應在預算編列上，應優先考慮一般文官之俸給。

	借重多元智慧，永續改善文官制度
	十二、總統與國會應成立「常設超然之諮詢委員會」(permanent independent advisory council)，委員由政府部門及民間部門甄選組成，主要執掌為監督文官體系之動態，並提出改善文官體系運作之建議。


資料來源：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Public Service, 1989  Washington, D. C..

    葉水心曾言：「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懷偉之才，則未易有濟。」（薩孟武，民國五十九年，頁三十八）。用人唯才，是行政中立最主要之功能；此項功能自古而然，於今尤烈。然而，縱觀前述，行政中立與現代民主價值之間，卻始終存有相當程度的弔詭動態：兩者既要相輔相成卻又經常矛盾衝突。以行政中立的理念作為現代化專業文官的指涉架構，不能也不應迴避規範價值的「深層理論對話」與「科學哲學辯證」。我們相信：唯有透過「實質理性」（substantial rationality）的深刻省思，行政中立相關的「技術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才較能兼顧效率與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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